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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史论·

改革开放视野下拓展知青返城研究的四条路径 *

易海涛

【摘  要】绝大部分知青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返回城市，其返城既是改革开放的动力之一，同时也是改

革开放的重要内容。由此来看，加强知青返城研究刻不容缓。如何开展知青返城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但至少有四条路径有助于开展知青返城研究：其一，制度史视野对知青返城研究具有统筹作用，能在前后左

右的平衡中更好把握此问题。其二，知青返城与改革开放有着反复的互动关系，应进一步厘清这种上下左右

的互动关系，以便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和知青返城。其三，知青大返城有着显著的时空差异，这种差异是地

方特性所致，构成了当代中国地方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其四，知青返城后的研究是知青返城研究的重要内容，

因此需要在继续拓展史料的基础上，以知青为中心，做好相应的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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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绵延20余年的浩大工程，遍及数千万城乡知青及其家庭，对当代中国的发

展有着深远影响。目前看来，对于知青上山下乡中的“下”研究比较充分，对上山下乡的缘由、动

员、安置等有比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对于知青返城研究却相当薄弱。事实上，知青下乡与返城，都

凸显了历史的转折。 a因此，知青下乡与返城的各个环节都值得深入研究。尤其是知青返城，既是

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制度链条末梢，同时又与改革开放紧密相关，故更应加强对知青返城的研究。既

有的知青返城叙述多停留在知青大返城阶段（1978—1979年），且多以文学（小说）叙事为主，梁晓声、

邓贤、池莉、王安忆等人的作品中都涉及知青返城 b。这样的叙述虽然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终结有比

较生动的反映，但并不能完整地呈现知青返城的历史脉络。事实上，自知青上山下乡开启之后，知

青返城之路便持续进行，因此，对知青返城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知青上山下乡结束阶段，这就要

求研究知青返城要有一个总体关照。就知青大返城来看，其轨迹与中国改革开放开启的轨迹大致相

当，其无疑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返城后，广大知青更是投身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来，

有许多知青成长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因而，研究知青返城既是研

究改革开放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探讨，即如何从改革开放史的一个具体方

面来推进整个改革开放史的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基金项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15ZDB051）的阶段性成果。

a参见金大陆：《知青下乡与返城：凸显历史的转折》，《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1期。

 b除文学叙事外，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典型的大返城事件，如对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讨论（Bin Yang，We Want 

to Go Home! The Great Petition of the Zhiqing，Xishuangbanna，Yunnan，1978—1979，The China Quarterly，No.198，

2009，pp.40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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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史视野下的知青返城研究

目前，学术界研究改革开放史越发注意拓宽视野，强调辩证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的关系。 a确实，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史就应从一种更长时段来展开讨论，这样也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部分，知青返城研究同样应拉长视野，而不是仅仅

着眼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末梢——大返城阶段。就中国知青史研究而言，学术界长期多关注其“常态”

下乡而少关注其“变态”返城。其实，作为一项制度而言，在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返城与下乡相

伴始终，如因病返城、返城探亲、招工返城、当兵返城、就学返城等，这些形式的返城最终在知青

大返城中得到了统一。对此，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第一，知青下乡后便陆续有少量知青返城，成为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变量，虽然这些知青返城相

较于当时大张旗鼓地下乡而言显得有些悄无声息，但对这些变量的研究却不容忽视。

20世纪5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后，随着知青上山下乡的开展，就一直有知青不断返城。在这些知

青返城过程中，有因不符合条件被送到农业战线的城市知青。如1963—1966年赴新疆的上海知青中就

有少量这样的知青，为此，1966年8月28日上海市杨浦区护送青年到新疆的干部在总结报告中建议，

今后应严格贯彻上海市和杨浦区的指示，不将年龄过小的青年过早送到新疆。 b也有一些知青因不满

农村的生活而悄悄跑回城市，最终滞留城市的情况。1958年2月24日，中共上海市西郊区委员会的一

份文件显示，到该地区落户的1650名知识青年中已有30名左右逃回城市。 c截至1974年3月，1963—

1966年支援新疆的上海知青中有2700名留在内地，其中，留在上海市1500人（市区1300人，郊县200

人），1200人已到江苏、浙江等地农村结婚。 d而更多的情况则是，知青下乡后一些出身好、表现好

的知青被抽调到工交文卫等战线，或者通过上学、当兵等方式返回城市。据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1963

年调查发现，在1959年以前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中，大部分已被当地抽调参加工矿企业、文教事业

或保送投考专业学校。即使留在农村的，大多也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担任了政治、技术、文

教等方面的工作。 e1973年8月，据上海市闸北区下乡上山办公室要求，江西省新干县提供了一份当

地上海知青上大学或中专技校读书的详细名单 f，由此可对知青求学离开农业战线的情况有详细了解。

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对1962年知青调离农业战线情况有一个大致统计（见表一）。不过，值得注意

的是，就目前来看，对以这些方式返回城市的情况了解并不多，且多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跨省安

置知青为主，对赴当地农村下乡的情况了解不多。另外，这些知青返回城市也并非一定返回其原户口

所在的城市，返城只不过是一个相对离开农业战线的概念，这在此后的研究中仍需作进一步分析。

 a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

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3年11月8日。

 b汪士森、黄迈士、徐世业：《66年护送、安置工作总结》（1966年8月28日），杨浦区档案馆藏，档案号47-

4-132。

 c中共上海市西郊区委员会：《对共青团上海市西郊区委员会〈关于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后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意 

见》（1958年2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A70-2-60-11。

 d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对市劳动局革委会〈关于去新疆的上海知识青年中几个问

题的处理意见的请示〉的抄告单》（1974年3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46-2-1018-54。

 e共青团上海市委地区部：《关于组织知青下乡上山的工作向共青团中央汇报的情况简报》（1963年），上海市

档案馆藏，档案号 C21-2-2267。

 f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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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962—1979年知青调离农业战线概况

（单位：万人）

年份 招生 征兵 招工 提干 转制 其他

1962—1973 43.35 24.1 249.6 1.6 0 82.7

1974 16.98 4.24 28.63 0.3 0 10.2

1975 14.93 2 105.81 0.81 0 16.24

1976 7.3 11.27 99.24 0.41 0 17.03

1977 7.9 5.57 69.44 0.32 0 19.78

1978 27.09 29.81 130.78 1 0 66.64

1979 8.91 9.04 228.81 1.52 6.45 140.66

合计 126.46 86.03 912.31 5.96 6.45 353.25

数据来源：《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编印，

第27～29页。

第二，一些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影响着知青返城的进程，需要对此作专门分析、讨论。

人物在历史研究中起着核心作用，知青返城研究同样如此。正是因为邓小平等人的最终决策，

让10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最终得以返回城市。 a在此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党和国家其他的领

导人所起到的作用。“文革”结束后，国家的各项事业不断走上正轨，各地知青的返城呼声也不断高

涨。为此，国家一方面通过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向各地派出工作

组解决问题。1979年5月1日，赴北京参加全国青联会议和国务院知青办召开的全国知青代表会议

的新疆上海知青鱼珊玲在会上提出了10条书面意见，对新疆上海知青要求返城的原因和过程有一个

比较详细的说明。她的这些意见得到了李先念、胡耀邦等人的批复 b，对促成最终解决知青返城问

题有一定帮助。在知青大返城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知青出于各种原因选择留下。要考察知青返城就

需要关注这些对立面，才能对知青返城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呈现。同样，对于大返城之前的返城，也

需要展开相应的研究。“文革”爆发后，此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程中断，爆发了大规模的知青返

城，为此，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这些知青返回农村、边疆就地闹革命，最后仍有不少知青通过各种方

式留在了城市。显然，其中的一些典型案例值得作进一步梳理。“文革”期间大批城市知青上山下乡，

新的问题随之产生，返城也提上了日程。在此过程中，1973年发生的“李庆霖上书” c事件成为知

青下乡和返城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李庆霖上书”事件发生后，中央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安置管理工作

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也加强了对知青工作中的经费、口粮、疾病、婚姻、安置布局等问题的进一步

领导。 d因此，加强对这些重要人物、事件、节点与知青返城的研究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增进对知青

 a张曙：《邓小平与知青问题的解决》，《党的文献》2003年第6期。

 b鱼珊玲口述，易海涛访谈整理：《典型 •信息员 •普通人——新疆上海知青鱼珊玲话当年》，《史林》2018年增刊。

 c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教员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其儿子在插队时的艰

难生活。毛泽东收到信后作出批示，中央由此开始加快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

 d蔡天新：《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与知青政策调整》，《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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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和知青返城的理解。

第三，知青返城过程中的几种关系，如知青与农民、城市与农村、地方与中央等，也需要加以

对比与考量。

有论者指出，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应当重视各层级的互动” a，知青返城研究更是如此。从宏

观层面来看，知青上山下乡牵涉到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牵涉到城乡、地区之间的关系；从

微观层面来看，又涉及知青与家庭、知青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等。但归根结底，其所牵涉的还是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要更好地理解知青返城，就需要结合知青下乡的历史背景予以考量。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1953年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危机爆发后，国家日益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日常劳动教育，“好儿女志

在四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日渐成为一种崇高的社会风尚。尽管如此，

当知青在选择下乡时仍面临着来自家庭的强大阻力。1957年12月，上海市在动员知青到安徽芜湖、

市郊农村去时，家长的阻力非常大，有的甚至以自杀来威胁子女或藏了毕业证书、户口册来阻止子女

去报名。 b即便“文革”期间所有符合条件的知青必须上山下乡，但当知青可以返城时，家长对此事

十分关心，想方设法让子女返回城市。相对于知青家长，大批知青来到农村，农民则呈现出复杂的心

态。长期以来，不少观点认为知青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因为许多农村地区本就人

多地少，本地农民尚且无法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知青到来只会增加额外负担。 c而且，知青回城多年

后回忆起农村生活时，仍对农村生活之苦有深刻记忆。 d其反映出的实质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

乡差别。这也进一步说明，既然乡村不如城市，知青的到来显然加重了农村的负担。1958年2月24日，

通过对到上海市西郊各乡农业社落户劳动的1650名知识青年检查发现，还有些人轻视农民，与农民

关系格格不入。 e不过，知青下放的地方不同，知青的体验也是千差万别的，对于各地城乡关系也应

辩证看待，尤其是上海、北京等主要以跨省区安置知青的地区，往往又能通过多种方式去帮助知青安

置所在地改善生产生活，在某种层面改善了城乡关系。 f而这些因知青上山下乡所形成的城乡、地域

关系，一些甚至延续到了后知青时代。同样，对于知青返城的研究，也必须考虑到返程前后的对比，

要通过这种对比去捕捉背后的时代信息。

二、知青返城与改革开放的多重互动

有论者指出，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应当重视政治决策的过程” g，确实，尤其是像改革开放这

 a萧冬连：《谈谈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大局关照》，《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6期。

 b《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杜淑贞关于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情况汇报》（1957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C21-1-569-1。

 c张化：《建国后城乡关系演变刍议》，《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d刘亚秋：《知青苦难与乡村城市间关系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e中共上海市西郊区委员会：《对共青团上海市西郊区委员会〈关于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后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意见》

（1958年2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A70-2-60-11。

 f林升宝：《“文革”时期上海对各相关省区知青接收地的经济行为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

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Emily Honig，Xiaojian Zhao，Sent-down Youth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oist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222，2015，pp.499-521.

 g萧冬连：《谈谈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大局关照》，《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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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重大决策更是如此。那么，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知青返城的决策过程同样值得深入

研究，而且，应当要有一种社会史的研究视野，注意其前后左右的对比关照。事实上，知青返城与

改革开放本就有一个多重互动的过程。因此，有论者形象地将上山下乡喻为“改革的催化剂” a。

在改革开放前，知青返城人数虽未构成大规模，但从总体上来看仍保持上升态势。这也为改革

开放的开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在改革开放之前（1962—1976年）有736.74万名知

青调离农业战线（其中，1962—1973年共计401.35万人，占54.48%），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开启阶

段（1977—1979年）则有753.72万名知青调离农业战线。 b由此不难发现知青返城（或者说“调离农

业战线”）与改革开放的重要关系，为此，需要加强对知青返城与改革开放的互动关系研究。

（单位：万人）

图一：1962—1979年知青调离农业战线人数及其占在乡知青人数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编印，

第26页。

“文革”结束与改革开放的启动有着直接关系，1976—1977年则是改革开放开启的重要酝酿阶段。

尽管知青返城与改革开放的酝酿、开启有着直接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呈现出直线上升、层层递进的

态势。通过图一可以发现，1977年返城的知青人数较前两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不少，调离

人数占在乡知青人数的10.7%；到1978年则出现了大的转折，调离农村人数达到了255.32万人，占在

乡知青人数的28.5%。这说明1977—1978年间知青上山下乡有一个大的转折。虽然目前大家对转折的

结果已经比较清楚，但过程却仍较模糊。譬如，人们大抵知道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与知青返城有

着重要关系，但这个过程显然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通过表一便不难发现，以高考返城的知青

在当时来说只占小部分，大多数还是通过招工、当兵等形式调离农业战线。尽管通过高考返城的知青

人数不多，但其对广大知青所带来的影响却不容小觑，这也激励着更多的知青想要返城。

 a郑谦：《中国怎样从“文革”走向改革的》，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页。

 b《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编印，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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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多数知青仍是以招工的方式返城，这也意味着当时的劳动就业市场需要有所改变，而这

也就要求上山下乡政策要有一个逐步退出的过程。一方面下乡的人员减少，另一方面则是返城人数

的增加。如何在此过程中实现综合平衡，对既有的政策进行调整，无疑是成功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在谈到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时，他

指出：“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 a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对邓小平的意见都表示赞同。 b这就说明，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

对结束上山下乡政策取得了共识，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结束了。5月22日，遵照国务院领导人指示，

为加强城镇劳动力与下乡知青的统筹管理，国务院知青办与国家劳动总局决定合署办公，业务工作

分别在两个党组领导下进行。 c在中央层面，国家已将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和劳动就业管理统筹在

一起，说明知青上山下乡的结束工作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与此同时，中央也要求地方各级党

政部门探索结束知青上山下乡的办法。7月3日，胡耀邦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指出：上

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

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国务院知青办根据胡耀邦的谈话精神，于7月

9—10日邀请三大城市知青办主任座谈，研究城市如何广开就业门路，逐步做到城镇青年多留城、

少下乡的问题。 d为更好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国务院知青办决定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

以便开展更具有针对性的工作。

1978年下半年，国务院先后组织召开了数次有关知青工作的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知青

返城。在当年的10月31日至12月10日，持续一个多月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会议期间，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接见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李先念、

纪登奎、陈永贵、彭冲、康世恩还同各地负责人进行了专题座谈。会议闭幕当天，李先念将中央批

转的《知青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批送华国锋。批语说：

“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然后以中央名义正式批发。现在有些地方知青上访，甚至集体请愿的不少，

此件尽快发出为好。”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这两个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领导，认真贯

彻执行，积极而稳妥地统筹解决好知青问题。 e正如李先念的批语所指出的那样，当时各地知青返

城的呼声高涨，急需中央作出相应的解答。这两份文件，一方面提出要逐步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问题，尤其是要解决好留在农村的知青问题，但另一方面并未停止上山下乡，而是说“对上山下乡

的范围进行了缩小” f。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确实事情紧急，既有来自各地知青的返城呼声，

也因中共中央即将于12月18—22日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连续召

开知青工作会议，也不难发现知青工作在当时的重要程度。换言之，知青工作也是一个牵涉面广泛

的问题，与此后的各项改革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

 a《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页。

 b《李先念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8页。

 c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d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140页。

 e《李先念年谱（1970—1978）》，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4～675页。

 f《李先念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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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对各项工作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要求。其中，

经济体制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1978—198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

试点上。 a企业自主权中就包括人事权力，这在后来的知青返城工作中很快就得到了体现。1979年4

月1日，邓小平在审阅《一项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康永和 b同志关于上千万人要求就业急需统筹

安排的报告》时批示：“将此文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c5日，在中央关于经济问题

的会议上，李先念发表长篇讲话指出：当年大约有2000万人需要安置，其中，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

年320万人，插队知识青年700万人。对此，中央需要统筹兼顾，解决好劳动力安排；已经在国营

农场或其他单位就业的知识青年不再另行安置，要教育他们安心工作；要通过多种方式来解决城市

青年的安置工作。 d由此不难发现，知识青年是当时城市就业工作的重头，需要城市各部门做好相

应的消化工作，要求以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来安置这些人员。同时，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

革无疑也加快了知青返城的进程，给城市的知青安置工作进一步解决带来了压力。

1979年10月4日，在中共中央组织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强

调经济问题是当时最大的问题，要求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落实政策、就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

问题。他指出，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要求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

问题。 e无论如何，通过各种方法大部分下乡的知识青年得以返城。据1980年8月7日万里在全国

劳动就业会议上的讲话反映，当时在农村下乡的知青还有150万人。对此，万里指出应继续“从城

乡两方面广开生产门路，争取在一二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内把他们安排好”。尽管他在讲话中表示

今后“还是要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但方向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变化，即便是下乡也要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作为技术人员、技术专家去支援其他地方的“四个现

代化”建设，同时还指出“知识青年凡是在城镇能够全部安排的，就不必再上山下乡了”。 f

目前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原因仍多有争论，其中，解决就业一说占有很强的话语权。确实，从

知青返城来看，其最终的统筹解决之道也是落脚在解决就业。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第一条就指出：城镇青年就

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它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四个

现代化”建设前途，应当根据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各地要不断

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形成一套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劳动

就业制度。该决定对此提出了大量具体措施。其中，此前列入地方财政包干使用的知青安置经费，

要作为城镇安置就业（包括补助劳动服务公司）的基金使用，在没有下乡任务的地方，仍要保证这

部分经费的数量和来源。安置就业经费要专款专用，不准移作他用。 g确实，城市知青不再下乡，

 a萧冬连：《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

 b康永和，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

 c《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504页。

 d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115、132～133页。

 e《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263页。

 f《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162页。

 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1、9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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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知青返回城市，这需要国家不断探索新的就业途径。“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各地政府在向现有

单位硬性分派就业人员的同时，开始考虑在国有部门之外开辟新的就业门路。中央的政策逐步放开，

允许并积极鼓励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和自谋职业。” a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知青返城与改革开放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目前并不

十分清晰，一方面高层的决策过程不清楚，另一方面地方如何操作也不甚清楚。这就要求加强研究，

不断丰富知青返城过程的拼图，让知青返城与改革开放的丰富联系有更加清晰的呈现。

三、知青大返城的时空差异

改革开放有一个从试验到推广、从特殊地区到全国的渐进过程，知青大返城也存在类似的时空

差异。事实上，历史的发展也是由地方历史和整体历史共同构成的。近年来地方史的书写越发强烈，

学术界强调从地方管窥整体，从整体统领地方，以求呈现出更加完整的历史面向 b。围绕知青大返

城的地方性差异展开相应研究，梳理相关史实并探究其背后的个中缘由，既能进一步丰富当代中国

地方史研究，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对整个当代中国史的书写。

如果要更好地理解知青大返城所呈现出的差异，就需要将知青下乡与之结合起来考察，只有这

样对比分析，其效果才会更加凸显。一方面，各地知青上山下乡本就呈现出时间上的差异，人口多

少不一；另一方面，知青输出地向各知青接收地输送知青在时间、数量上也呈现出差异。之所以出

现这种情况，与知青输出地、接收地围绕知青所展开的博弈有很大关系 c，同时也受到知青接收地

的物质基础、干部队伍、安置地远近等客观条件的影响。譬如，1965年北京市计划安排2.01万名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新疆、西藏军垦农场分别计划安置600人、500人，但因两地与北京距离远、

条件艰苦，截至当年9月底，新疆完成了159人、西藏完成了90人的动员任务。 d而知青下放到各

地的境遇也大不相同。譬如，“文革”前安置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虽然距离较远，但

因为他们是兵团职工，总体来说生活待遇还算不错，而“文革”期间赴浙江山区上山下乡的上海知

青待遇相对较差。 e同样是“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因下乡的地方不同，待遇也存在巨大落差。

“同样去农村插队，在黑龙江省的知青一天可挣工分两元多，而在皖北的知青一天工分所得只有一

角钱，两者相差在20倍以上。” f这些经济上的不同境遇对知青返城所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而地

处边疆的云南、新疆、黑龙江等地则又多了一层边防因素，尤其是云南，因中越边境冲突加剧，其

 a萧冬连：《1978—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决策与实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b在中古史研究领域，藩镇、墓志、家族等研究日益兴起（参见仇鹿鸣：《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近年来中

古政治史研究的评述与思考》，《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近代史研究更是兴起了对地方等局部问题的讨论，为

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于2012年发起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碎片化”的讨论（详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

5期）；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近年来也兴起对地域史研究的讨论（详见《中共党史研究》2017—2018

年相关讨论）。由此可见地方史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c易海涛：《社会经济史视野下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缘起研究（1962—196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

 d北京市劳动局党组：《关于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请示报告》（1965年11月15日），北京市档案

馆藏，档案号不详。

 e本文作者易海涛对1974年上海赴新疆慰问团成员沈开文的访谈记录（2018年3月21日，上海）。

 f金光耀、金大陆：《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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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大返城的进程要更快。 a不过，虽同处边疆，但具体原因也各不相同。黑龙江更多是受到来自

苏联的威胁。据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刘训付回忆：“1979年2月，中苏边境又紧张起来

了。当时叫‘南打北防’，南边在跟越南打自卫反击战，北边还要防止苏联。当时我们比1969年还

要紧张，部队都进驻团场了，我们每天都听到空袭警报。这时候我已经回到上海了。” b而新疆的上

海知青因已是农场职工，婚育率高 c，故其返城的主要吁求就在子女成长问题。以此论之，各地知

青大返城所呈现出的复杂景象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图二：1978—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各地返城人数比例图

数据来源：《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编印，

第38、40页。

从图二可知，1978年西藏的知青全部返城了，北京、青海、云南的知青也大部分返城，而广东、

福建等地的知青则主要是在1979年返城，这其中有没有政治、经济因素的考虑，而这些又是如何对

经济发展起着反作用的？要知道，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广东、福建因地处沿海，地理位置特殊，

因此在对外开放时先行一步。 d而且，在“文革”期间便有一些广东知青“逃港”，照理而言，其大

返城应在1978年开启，何故又到1979年才大批返城，其背后的缘由显然值得进一步分析。即便在

同一年，各地知青返城的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制度，当年四川省调离农

村的知青人数为123 051人，而通过升学调离农村的有12 202人，占总调离数的9.92%；1977年通过

 a Yihong Pan，Tempered in the Revolutionary Furnace: China’s Youth in the Rustication Movement，Lexington 

Books，2003，pp.224-231； Bin Yang，We Want to Go Home! The Great Petition of the Zhiqing，Xishuangbanna，

Yunnan，1978—1979 ，The China Quarterly，N198，2009，pp.419-420.

 b刘训付口述，林升宝、易海涛访谈：《黑龙江上海知青眼中的知青回城及知青工作——刘训付先生访谈》，《青

年学报》2018年第3期。

 c《上海支边青年情况综合统计表》（1981年10月10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馆藏，档案号004-07-0725。

 d参见萧冬连：《国门是如何打开的——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过程》，《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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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调离农村人数占比最多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占总调离数的48.92%，为11 959人。1978年调

离农村人数最多的是辽宁省，为302 955人，通过升学调离农村的人数为19 663人，占总调离数的

6.49%；但通过升学调离农村人数最多的是四川省，为34 304人，占总调离人数的12.04%。 a这就需

要结合当时的高考制度，以及各地的工农业建设等来展开相关问题的讨论。事实上，针对知青返城

一事，各地本就在不断摸索相应的解决之道。1978年1月12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

东兴等人接见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青年办公室负责人座谈会及其他专业会议的代表。 b此

处披露了接见信息，但并未透露接见的详细内容。不过，当邓小平2月1日到成都考察听取赵紫阳

等汇报四川工作时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要求“全国都

要研究有什么门路容纳这些劳动力的问题”。 c这就表明，邓小平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教育等问题

有了进一步的综合考虑，同时也让各地摸索相应的解决方法。

当然，从大的方面来说，知青大返城呈现出时空差异，其反映出的本质问题是当时社会结构所

面临的问题，包括各地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就业承受能力、生产力、工业化等。1979年3月25日，

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许多实际问题，其中重点提到2000万人就业问题。针

对在农场劳动的知识青年，他结合当时实际情况，指出都要回城市大体办不到，要说服教育让他们

安心在农场劳动。 d这一方面说明城市就业问题仍相当严峻，另一方面也说明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循

序渐进、有步骤解决。因此，尽管都是解决下乡知青返城问题，但到农场劳动的知青与到非农场劳

动的知青的解决办法也不一样。

总体来看，除一些跨省安置的知青大返城过程目前稍微比较清楚之外，其他地方知青大返城的

过程并不清楚。因此，需要进一步梳理各地知青大返城的异同，从而追问其背后的经济社会问题。

在此过程中，既要有横向的空间对比，同时也需要有纵向的时间剖析。

四、知青返城后的相关问题研究

目前，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对知青返城后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史学

研究成果则寥寥。众所周知，知青一代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仅就人文社会学科而

言，知青一代学者“提出的命题、观点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时光流逝，这些知青学者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e，但就知青与其学术史的关系梳理则并不多。这显然

与史实不相符合。因此，知青返城后的相关研究理应成为改革开放后知青返城研究的重要内容。不

过，有三个关键性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其一，要做好知青返城后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随着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撤销，专门负责知青工作的机构便从此消失，知青相关材料不断归属

 a《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编印，第36、38页。

 b《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c《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

 d《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e项飙：《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文化纵横》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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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劳动、人事部门，这也使得返城后知青的资料搜集、整理、利用的难度加大。事实上，知青在返

城后走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其知青身份在法定意义上便已经消失，其资料自然不再属于“知

青”，而是属于其所在的各行业、各部门。如何搜集、利用这些资料，目前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

方法，诸多关于知青返城后问题的讨论，多根据口述访谈、田野调查等方法进行。这虽是目前通用

的方法，但效率高低并不好说。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知青返城后资料的搜集、利用。口述访谈虽是

目前运用最多的方法，但这样的工作实际上对访谈者有较高的要求，因为一般访谈者会根据自己的

研究主题来寻找采访对象，这样的访谈要求访谈者有一定的前期积累，这自然就会影响到访谈的进

度。此外，因知青经历颇为相同，如何在类似经历中找寻不同的问题，这对访谈者也有很高的要求。

所以，一方面急需关于知青口述工作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也要求建立更多的知青口述史资料平台，

实现资料的互通。除口述外，更需要结合已经出版的知青传记、回忆录等图文资料，搭建相关的综

合性数据库，这就要求有相关机构、学者来承担这一重任。

其实，无论是哪个学科去开展知青口述访谈，尽管着眼的理论、问题不尽相同，但知青大抵经历

过从下乡到返城的几个阶段，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故既需要呈现出相似的东西，又要挖掘相似中的

不同。从目前来看，社会学在围绕返城知青开展的口述访谈中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其背后的学

术关照点更多是在探讨身份、记忆等社会学理论问题。史学则更加重视文字材料，口述主要是一种辅

助性质的论证。故应多加强学科间的对话，既要在口述访谈工作上有一定的突破，也要在图文资料整

理工作上有大的进展，更要在方法上有所创新，从而真正促进知青返城后相关问题的研究。

其二，返城后知青研究的几种可能。

一是知青与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专题研究。返城后知青群体的发展路径有着巨大的分化：一些

知青通过高考回到城市，成为科教文卫等各行业的领军人才；一些知青通过招工、顶替等方式返

城，成为工业企业战线上的主力军；还有一些知青则成为最早下海经商创业的一批人，成为市场化

路径的最早探路者之一。返城后知青在各行各业努力付出，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参与、经历、见

证国家的各项改革。针对返城后走上工业企业战线上的知青，有学者用“从下放到下岗” a来形容，

尽管这样的形容过于极端，但对知青与国家改革和发展轨迹却有着很好结合，尤其是将之与国企改

革的紧密结合有着深刻的体现。也有论者指出：“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亲身感受到农村的落

后与贫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相互联络、交流情况和看法，讨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问题，

其中不少人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中崭露头角。” b一方面，知青投身到国家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另

一方面，知青返城后国家也非常重视搞活经济，广开就业门路，进行了大量尝试。因此，无论是下

乡、返城、下岗，其实都是知青与国家的改革发展紧紧相连的深刻体现，应对这些个体生命和国家

的发展展开更多研究，丰富对知青和国家发展的深刻认识。

二是知青返城后的影响研究。长期以来，对知青下乡后给农村所带来的影响有较多关注，但对

知青返城后给农村所带来的影响却几乎不受关注。尽管这只不过是学界对知青本身持续关注的正常

现象，却反映出知青研究的片面性，即较少关注知青上山下乡之另一面。就知青返城而言，其对不

同城市所带来的影响不可等同视之，对到本地农村下乡和跨地区安置的影响更是如此。就知青个体

 a陈意新：《从下放到下岗  1968—1998》，《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12月号。

 b萧冬连：《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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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尽管上山下乡所带来的城乡感情（记忆）不尽相同，有苦难有幸福，但不可割舍的是那份青

春记忆。不少知青在返城后仍与曾经的下乡地点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当代城乡关系中的特殊形式。

北京知青马戎（现为民族学学者）在“文革”期间赴内蒙古牧区上山下乡。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

的‘上山下乡’无意中构建起草原蒙古族社区与北京之间的感情纽带”，这些知青当时与蒙古族牧民

朝夕相处、相互影响，直到今天还能互相往来。 a因此，需要加强对知青返城后的城市、农村、家

庭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丰富当代社会变迁的图景，而不是呈现出单线条的社会图景。

三是知青群体、个人发展的专题研究。“老三届”是知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因为他们是1968

年12月22日毛泽东“最高指示”下发后第一批下放的知青，也由此实现了由红卫兵向知青身份的转

变。这批知青也多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因此对其书

写较多 b。如在《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一书中，大多数访谈者都算是“老三

届”。 c不过，就返城后知青群体的书写而言，目前还远远不够。即便是“老三届”，也仍有诸多值

得讨论的地方，如知青身份对“老三届”身份有哪些影响，“老三届”又是如何影响知青身份的，等等。

上千万的知青既可以简单地用“知青”二字加以概括，但其背后却是千千万万个鲜活的个体，牵涉

上千万个家庭，因此，关于知青群体、个人发展的讨论显然还远远不够。当然，这项研究本身也面

临着很大的难度。譬如，从当代学术史研究来看，如果专门把知青学者提出来可能并不符合各学科

的发展规律，但他们的知青身份究竟对自己的研究有多大影响，进而又对其学科发展带来了哪些影

响，这既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时更是一个难题。

其三，如何开展跨学科、代际间的对话。

目前，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逐渐关注到知青返城与知青婚姻、幸福感、生活

质量、政治参与度等问题，但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地方。相较于其他学科强烈的问题意识和

理论属性，史学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史实层面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机制、

人事、社会文化等问题的讨论。各学科不同的学科属性造就了彼此对知青返城后的关注点不同，但

也为进一步合作带来了机会。相较于学科分野与合作而言，难度更大的可能是非知青学者对知青研

究所产生的代际困惑。有学者指出：“旁观者的身份既使他们多了一些理性思考的优势和高度，又使

他们少了一些还原历史的感觉和能力”，“两代人之间如何衔接、继承和发展，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

问题”。 d作为年轻一代的研究者，笔者以为，我们既需要通过阅读和感悟来克服不足，更需要行万

里路，从实践中感悟知青的丰富阅历。事非经过不知难，如果不到知青下乡的地方亲自走一走，不

与知青多交流，可能有些知识终归是纸上谈兵，无法深入人心。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

 a马戎：《构建新型民族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b参见金大陆：《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金大陆：《世运与命运：关于老

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黄玉琴：《“青春无悔的老三届”：从自我认同到群体肖像》，

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等。

 c参见许金晶、孙海彦编著：《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d郑谦：《知青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


